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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国际移民社会学以及移民创业实证研究的相关文献，
指出现有的“少数族群经济理论”过于强调“族群性”而忽视了结构性因素对移民创业的

影响、“竞争劣势理论”强调了结构性因素但却无法解释移民创业的向上流动性作用、“双
层互动模型”虽然较好地融合了前两个理论但却没有突出市场和政府的影响、“混合嵌入

模型”虽然充分考虑了移民创业者在移居国受到的个体、市场、政策三层影响力但却没有

考虑他们也同时受到祖籍国的类似影响。 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当下全球化的大背景和

跨国主义视角，提出了“并行嵌入”的新模型，强调移居国和祖籍国两地的微观社会关系

网络、中观市场结构和宏观制度大环境的并行嵌入对国际移民创业的影响，并把分析的重

点放在移居国与祖籍国之间的各层结构因素的互动关系上。 本文用典型的个案研究阐述

该模型的解释力和实用性，并对本理论模型的学术贡献、实证意义和该领域的未来方向作

出相关的讨论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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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国际移民企业在许多发达国家，特别是传统国际移民输入国（即移居

国）大量涌现。 因为国际移民在移居国既是国籍意义上的外国人，又是族群意义上的少数族群，所
以他们开办企业的创业行为也带动了当地少数族群经济（ｅｔｈｎ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ｙ）的快速发展。 这一现象

在过去半个世纪得到学界广泛关注，并成为国际移民和少数族群研究的经典课题。① 而随着全球

化不断深入，世界经济持续融合，跨国流动日益频繁，一代代迁居他国的移民以创业求谋生发展的

经历也让国际移民创业（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这个领域在日臻成熟的同时又不断焕发出新的

活力。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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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创业研究与少数族群创业研究有一定重叠，其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移民个体是定居

者，移民创业是个体向上社会流动并最终融入移居国主流社会的途径之一。 从这一基本假设出发，
过去研究者一直试图解答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为什么国际移民比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更热衷于创

业？ 第二，为什么某些少数族群或移民群体，比其他少数族群或移民群体更热衷于创业？ 第三，创
业是身为弱势群体的少数族群和移民们的权宜之计，还是向上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 虽然该领域

研究成果丰硕，但对于以上问题结论不一，主导的理论范式也几经更迭，如今在全球化背景下该领

域又在经历一场新的范式变迁。 该领域在美国学界的主导理论范式———“少数族群经济理

论” ———如今被越来越多学者，尤其是欧洲学者所质疑，认为其夸大了族群身份的作用和族群资源

的优势。 批评者反对将“族群性”（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以及由此生成的族群资源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主张将

国际移民创业的现象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中来审视。 例如莱安德罗·塞普尔韦达（Ｌｅａｎｄｒｏ
Ｓｅｐｕｌｖｅｄａ ）、斯蒂芬·赛雷特（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ｙｒｅｔｔ ）和弗格斯·莱昂（Ｆｅｒｇｕｓ Ｌｙｏｎ）等学者从英国伦敦的

个案研究中发现，无论有没有成熟的移民社区可供移民企业家去汲取族群资源，移民企业家们都会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境地①，从侧面否定了族群资源对移民企业的决定性贡献。 相比之下，欧洲

学界更青睐于学者克洛斯特曼（Ｋｌｏｏｓｔｅｒｍａｎ）、范德莱温（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ｅｕｎ）和拉特（Ｒａｔｈ）在 １９９９ 年提

出的“混合嵌入模型”（ｍｉｘｅ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②。 该模型将国际移民创业置于三层的社会结构之中，
认为移民企业的成败有赖于移民企业家个人所掌握的资源多寡、其所处的本地经济所提供的机会

多少，以及当地制度大环境是否有利这三个层面的因素。 但“混合嵌入模型“基于移居国的视角来

探讨创业动因，忽略祖籍国的影响，因而也存在着严重不足。 与此同时，现有的跨国主义研究文献

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借助先进而廉价的通讯、交通工具以及连接祖籍国与移居国的社会网络，国际

移民成为主动而有序参与和利用跨境的市场、制度、社会和劳动力等资源的“跨国者”③，他们的创

业活动更少受到国界的影响。 实则不然。 我们认为，移民企业家，不论其企业经营活动是跨国性的

还是本地化的，其实都是同时嵌入祖籍国和移居国两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的多层面的跨国空

间中④，受到两国乃至多国的影响。
本文从回顾国际移民创业研究的理论化历程入手展开讨论，较为系统地梳理有关少数族群经

济和国际移民创业的主要理论，从中发现不同理论之间的关联与对话，分析其优点和不足。 进而采

取跨国主义的视角，提出“并行嵌入”新模型，以典型的个案研究为例阐述该模型的解释力和实用

性，并讨论和思考本理论模型的学术贡献、实证意义和该领域的未来方向。

二、国际移民创业社会学的理论化历程

（一）少数族群经济理论（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ｏｒｙ）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莱特等社会学家将“少数族群经济”定义为处于主流经济边缘或之外、由

２

　 《世界民族》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Ｌｅａｎｄｒｏ Ｓｅｐｕｌｖｅｄａ，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Ｓｙｒｅｔｔ ａｎｄ Ｆｅｒｇｕｓ Ｌｙ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ｗ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７ － ８， ２０１１， ｐｐ． ４６９ － ４９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Ｃ． Ｋｌｏｏｓｔｅｒｍａｎ， Ｊｏａｎｎｅ ｖａｎ ｄｅｒ Ｌｅｕｎ， ａｎｄ Ｊａｎ Ｒａｔｈ， “Ｍｉｘｅ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２， １９９９， ｐｐ． ２５３ － ２６７．

Ｎｉｎａ Ｇｌｉｃｋ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Ｌｉｎｄａ Ｂａｓｃｈ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Ｂｌａｎｃ － Ｓｚａｎｔ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 Ｎｅｗ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６４５， ｎｏ． １， １９９２， ｐｐ． １ － ２４； 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 Ｐｏｒｔｅｓ， Ｌｕｉｓ Ｅ． Ｇｕａｒｎｉｚｏ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Ｌａｎｄｏｌ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２， １９９９，
ｐｐ． ２１７ － ２３７．

Ｔｉａｎｌｏｎｇ Ｙｏｕ ａｎｄ Ｍｉｎ Ｚｈｏｕ，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ｗｎｅｄ
Ｎａｉｌ Ｓａｌ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ｉｔ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 ｖｏｌ． ６３， ｎｏ． ２， ２０１９， ｐｐ． １６５ － １８５．



少数族群成员（多有国际移民背景）拥有或者控制的企业所构成的经济体。① 由于该定义过于宽

泛，既考虑业主拥有权也考虑雇员控制权，因而减弱概念本身的分析力，在研究上就成了一个常项

而不是一个具有分析力的变项了。 后续的研究将“少数族群经济”这一概念进一步细化，以便于研

究者对国际移民创业的现象进行社会学的因果分析，来回应上述提到的三个核心问题。② 首先少

数族群经济被看作是主流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此前提下，把少数族群经济细分为不同的类

别，其最普遍的是两大类：一类是聚居区少数族群经济（ｅｔｈｎｉｃ ｅｎｃｌａ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另一类是中间商少

数族群经济（ｍｉｄｄｌｅｍａ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两者的共同特征是企业拥有权的族群性（以业

主拥有权和族群自雇率来测量）。 不同特征在于开业的地点，前者指的是位于具有可识别族群特

征以及具备起码的社区制度完备性（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的本族群社区的少数族群企业———
比如唐人街的华裔企业———所构成的经济体③，因为不是每个少数族群都具有社区制度较为完备、
自雇率较高、资源较丰富以及资源再生产能力较强的社区，所以不是每个少数族群都拥有自己的

“聚居区少数族群经济”④。 而中间商少数族群经济通常指位于贫困以及缺少足够商业设施的非本

族群社区的少数族群企业所构成的经济体。 在非洲裔贫困社区开店的华裔或韩国裔企业就是典型

的中间商少数族群企业⑤。 而他们构成的餐饮业、零售业则是中间商少数族群经济。 以往的文献

显示，聚集区族群经济可以为业主和未来业主提供一些只对同族成员所开放的资源，比如创业资

金、组织和网络的社会资本、顾客和劳动力来源，以及各类无形的和文化的资源如企业家精神、创业

信息等，从而提高他们的创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使他们能和主流经济中的本土企业家竞争，为个

体和本族群成员提供创业和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⑥ 个体的创业资源可以独立发生作用，也可以

通过企业家与其特定的族群社会结构和文化互动这一纽带共同发生作用，而这种人力资本、金融资

本和社会资本在少数族群社区的互动过程中发生的关系和结果，形成了独特的“族群资本”⑦。 不

同族群的族群资本积累的多寡是导致族群自雇率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少数族群经济理论（包括聚居区少数族群经济和中间商少数族群经济）强调族群性

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因而解释了为何某些少数族群或国际移民群体比其他少数族群或国际移民群

体更倾向于或更善于创业，也逐渐成了此领域的主导理论范式。⑧ 但该理论也有诸多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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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少数族群经济理论过于强调族群性的影响。 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某些国际移民群体即使缺少

族群资本和少数族群社区的支持，其成员也一样地热衷和积极投身于创业。① 其次，少数族群经济

理论忽视了国际移民群体参与主流经济活动的结构性障碍。 在现实中，许多少数族群或国际移民

主导的行业往往是利润微薄且竞争激烈的、并为主流群体所不屑一顾的夕阳行业，许多少数族群或

国际移民是被迫进入这些行业创业的。② 第三，少数族群经济理论忽视了制度因素的影响。③ 以往

基于少数族群经济理论的实证研究都过于强调少数族群和主流社会之间的文化差异，并视族群资

本为少数族群或国际移民企业家成功的唯一或关键因素，忽视了少数族群经济所处社会环境中的

非族群性因素以及时间因素，比如 ２０ 世纪末对这类企业更为有利的政治经济环境④。 如今越来越

多的学者，特别是欧洲学者质疑采用社会资本视角的少数族群经济理论，呼吁关注少数族群 ／国际

移民企业的质量而非数量⑤，批评“少数族群 ／国际移民例外主义”⑥。 我们认为少数族群经济理论

还有一个缺陷，即忽视了祖籍国等跨国因素。
（二）竞争劣势理论（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相比起隐含乐观倾向的少数族群经济理论，竞争劣势理论对于国际移民创业的前景则显得悲

观。 该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国际移民创业并不是为了追求经济成功或者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而仅

仅是把创业作为失业的一个替代方案和权宜之计，以暂时应付自己在移居国主流劳动力市场求职

困难的残酷现实。⑦ 该理论认为，国际移民在主流经济的劳动力市场处于严峻的竞争劣势，原因不

仅跟他们与生俱来的弱势族群身份有关，也跟他们自入境移居国那一刻开始就面临的文化和结构

障碍有关，这些障碍包括语言能力低下，教育、学历、技术水平和工作经验与移居国主流职场需求的

不相匹配，职场求职所需的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本的欠缺，以及本地劳动力市场信息渠道的不顺畅

等。⑧ 因此，自雇创业是他们不得已的唯一选择，也是他们夹缝求生的一种无奈之举。 这也是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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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比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更有可能去创业的原因。
竞争劣势理论强调结构因素对国际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 例如，为什么发达移居国的非正规

经济（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和地下经济中充斥着大量的国际移民企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移民

在抵达发达的移居国的头几年，其在正规经济中就业和创业的机会有限，所以大量的国际移民，尤
其是无证移民，不得不在非正规经济领域中就业和创业。① 但是，竞争劣势理论在实证研究中的局

限性比较明显，比如该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发达移居国的主流经济中有着数量越来越多的国际移

民企业。 虽然该理论及其运用性有一定局限性，竞争劣势理论在当今的实证研究中还是为后续的

理论模型所吸收。
（三）双层互动模型（ｔｈｅ ｄｕａｌ⁃ｌａｙｅ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少数族群经济理论和竞争劣势理论都仅仅局限于讨论少数族群企业和国际移民企业所嵌入的

社会层面，强调单一层面的因素———前者关心少数族群和国际移民所掌握的社会文化资源而后者

关心主流经济对上述人群制造的结构性障碍———对少数族群企业和国际移民企业在创业与发展等

方面的影响。 “双层互动模型”则整合了这两个理论，强调以上因素在边缘和主流社会两个层面上

的互动。② 从这个视角出发，少数族群企业和国际移民企业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少数族群企业

家和国际移民企业家能够充分利用社区的“族群资源”，发掘主流市场“机会结构”所蕴含的有利条

件，在双层互动的过程中制订和实施相应的“族群策略”③。
双层互动模型虽然做了突破性的理论贡献，但也暴露了诸多问题。 第一，该理论模型在没有进

行细致横向比较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地认定少数族群企业家和国际移民企业家与本土企业家之间由

于族群和公民身份上的本质不同而导致两类企业家的行为差异。④ 双层互动模型虽然做了突破性

的理论贡献，但也暴露了诸多问题。 第一，该理论模型在没有进行细致横向比较的情况下先入为主

地认定少数族群企业家和国际移民企业家与本土企业家之间由于族群和公民身份上的本质不同而

导致两类企业家的行为差异。⑤ 正因为如此，该模型的批评者们建议应系统地审视经济结构、市场

特征、发展阶段对市场要素和创业机遇的影响。 第二，该理论模型在强调族群性特殊之处的同时，
忽视了政府立法和监管的普遍性以及对包括少数族群企业和国际移民企业在内所有企业的影

响⑥，比如颁发执照、建筑规划用途、税收与福利、医疗保健、工作场所安全防范、环境保护政策、工
资工时等。 这些法律法规背后的不同类型的政治压力、监管机关执法的方式方法都对企业发展至

关重要，对那些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乃至非法经济活动的少数族群企业和国际移民企业来说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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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 而这些违法违规的经济行为包括不达标的劳动条件、偷税漏税、非法雇佣、福利欺诈，以及还

有那些各种地方政府通常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疏于监管和无力执法的违法违规行为。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前期，阿姆斯特丹制衣业的衰落就充分地体现了执法机关执法强度对行业生死的影响

力。 当时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受到制衣业大公司、利益团体、行业协会和中央政府的施压，加强

了对该市少数族群企业和国际移民企业占主导的制衣业进行高强度监管，大大压缩了这类企业的

生存空间，导致该行业的衰落。 最后，在该理论提出的时候，全球化影响尚不显著，因而也就没有将

全球化和跨国流动等宏观因素纳入考量①，而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社会和全球

都市中不同行业间的纵向脱钩情况都让少数族群企业家和国际移民企业家处于天然的不利地位。
尽管任何一个模型都无法囊括一个社会现象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但因为政府扮演了规范经济、控制

移民、保护劳动力市场、支持福利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等众多角色，一个严重淡化政府的地位的模型

还是存有重大瑕疵。
（四）混合嵌入模型（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虽然双层互动模型未能在美国学界跻身主流，但却激发了欧洲学界对此领域的进一步探索。②

１９９９ 年，学者克洛斯特曼等人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三层分析模型———混合嵌入模型。 该模型注

入了两个以往未曾得到重视的核心元素：市场和政府，被认为“或许是这个领域在理论上取得的最

大突破”③。 该模型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将国际移民创业置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结构

性影响之中。 微观层面指的是企业家个人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观层面指本地

经济所提供的机会结构，宏观层面则指国家和地方的制度大环境。④ 在微观层面，混合嵌入模型沿

着两条线分析国际移民企业家如何嵌入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条是市场准入门槛，分“高准入门

槛”和“低准入门槛”两类。 另一条是按照市场增长潜力分“扩张期市场”和“停滞期市场”两类。
这两个变量构成了一个四象限，依照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入来决定国际移民创业的

市场机遇和前景。 在中观层面，混合嵌入模型考虑国际移民企业家如何通过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

嵌入本地经济所提供的机会结构。 在宏观层面，混合嵌入模型考虑制度大环境对国际移民企业家

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在移居国的社会和经济两个层面嵌入程度的影响，强调制度大环境如何直接决

定机会结构的大小和形态。
从上述四个主要理论的文献梳理可以看到，以往研究少数族群或国际移民创业的理论大多从

移居国视角出发。 但在当下全球化和去疆域化的大背景下来看，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在移居他国

之后，与祖籍国之间不仅继续保持着密切的社会关系，也建立了新的经济关系，还进行着有规律的

日常经济活动。⑤ 当代国际移民所创办的企业也因而具有跨国性。 虽然跨国性企业过去也有，但
早期研究因为受到主流的少数族群经济理论的影响，将目光局限于跨国性关系和跨国性资本之上，

６

　 《世界民族》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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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ｐ． ３ － １８．

Ｍｏｎｄｅｒ Ｒａｍ， Ｔｒｅｖｏｒ 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ａ Ｖｉｌｌａｒｅｓ⁃Ｖａｒｅｌ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１， ２０１７， ｐｐ． ３ － １８； Ｍａｒｙ Ｒｏｍｅｒｏ ａｎｄ Ｚｕｌｅｍａ Ｖａｌｄｅｚ，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９，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５５３ － １５６５； Ｚｕｌｅｍａ Ｖａｌｄｅｚ，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Ｈｏｗ Ｒａｃｅ，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Ｓｈａｐ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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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 Ｃ． Ｋｌｏｏｓｔｅｒｍａｎ，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ｆｒｏｍ ａ Ｍｉｘｅ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１， ２０１０， ｐｐ． ２５ － ４５．

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 Ｐｏｒｔｅｓ， Ｌｕｉｓ Ｅ． Ｇｕａｒｎｉｚｏ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Ｌａｎｄｏｌ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２， １９９９， ｐｐ． ２１７ － ２３７．



跨国主义理论的多点、多地、多层次的研究方法也未曾在国际移民创业研究中受到应有的重视。 相

比于本土企业家，国际移民企业家拥有地域来源更广、数量和类型都更多的各类资本，特别是祖籍

国资本①，因而具备了更大的竞争优势②。 伊斯拉埃尔·德鲁里（ Ｉｓｒａｅｌ Ｄｒｏｒｉ）、本松·霍尼希

（Ｂｅｎｓｏｎ Ｈｏｎｉｇ）和阿里·金斯伯格（Ａｒｉ Ｇｉｎｓｂｅｒｇ）对跨国性企业家作了如下定义③：

跨国企业家指的是那些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的个体，他们与移居国和祖籍

国同时保持着经济关系。 他们在实体和虚拟层面穿行（ ｔｒａｖｅｌ）于两个乃至多个国家之间，
同时嵌入两个乃至多个国家的社会环境，从而使他们得以维护其全球关系网，并以此提高

企业创新能力和生产效率，进而将他们的资源调动能力最大化。

这一定义虽然清晰地指出了跨国性企业家穿行于两个乃至多个社会环境即“并行嵌入”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的特点④，但我们认为还有三处需要补充。 第一，德鲁里等学者主张的

跨国“穿行”，强调的是国际移民企业家的一种自主行为。 但随着地方经济活动被全球化所重塑，
部分国际移民企业家的跨国性也呈现出非自主性。 一些看似不受全球化影响的行业，如个体服务

业，最终一样不可避免的卷入全球化之中⑤。 因此，无论企业家是主动拥抱还是被动卷入全球化，
研究者都应当考虑其中的跨国性因素。 第二，德鲁里等学者所指的国家层面的“社会环境”，其意

义究竟指社会、经济和政策法规等因素还是指这些宏观因素的互动并没言明。 第三，德鲁里等学者

对于国际移民企业的并行嵌入的经济前景过于乐观，仅仅强调了对创新能力、生产效率、资源调动

能力的正面影响，而忽略这种并行嵌入于两个乃至多个国家多层环境也会给国际移民企业带来的

负面影响。⑥ 虽然国际移民企业不全是跨国性企业，“混合嵌入”的概念对于这个领域的理论突破

是颇有启发的。 基于此，我们把国际移民创业这一社会现象置于全球化和跨国主义实践的大背景

中，建立“并行嵌入”理论模型（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三、并行嵌入模型

虽然“混合嵌入”是国际移民创业研究领域最为详尽的理论模型之一，但也为后来进一步完善

预留了空间。 在混合嵌入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吸取现有文献的精髓，结合跨国性企业研究，建立了

一个新模型———“并行嵌入模型”。 如图 １ 所示，该模型可以被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混合嵌入模型

７

并行嵌入：国际移民创业理论的新模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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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模型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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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国互动，强调移居国和祖籍国两地的微观社会关系网络、中观市场结构和宏观制度大环境的并

行嵌入对国际移民创业的影响。 值得指出的是，并行嵌入模型并非两个混合嵌入模型的简单平行

叠加，而是在混合嵌入模型的基础上的深化补充，并把分析的重点放在移居国与祖籍国之间的各层

结构因素的互动关系上。
图 １　 并行嵌入模型

在微观层面上，本模型既从横向也从纵向去分析国际移民（包括企业家和有意愿创业的未来

企业家）“移民前”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移民后”社会融入与创业的影响。 我们认为，国际移民在祖

籍国所积累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多寡直接影响他们“移民后”在移居国进一步获取

和积累各类资本，因此，他们在移居国能否调动以及如何运用来自两国或多国的各类资本对于他们

的社会流动的途径以及创业可能性有决定性的影响。 从时间的维度看，移民在祖籍国所建立的人

际关系网络容易在跨国流动过程中受到一定程度地削弱和损耗，但他们移民前的社会经济地位直

接影响他们移民后能否继续对其在祖籍国和移居国两国的社会网络进行维护和扩张，进而决定他

们在移居国能否选择创业作为向上社会流动的途径以及他们创业活动的成效。 比如，通过留学、就
业、家庭团聚等合法途径移民美国的中国移民，因为移民法体系的筛选，其平均受教育水平不仅高

于祖籍国平均水平，也高于移居国平均水平，即 “超高端筛选”①。 而这些移民较高的“移民前”社
会经济地位让他们在移民后能继续接受更高教育或从事回报更高工作，从而积累更多有利于在美

国创业的人力、社会和金融资本，并更有可能选择在人力资本门槛较高、经济回报较高的高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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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ｉｎ 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Ｌｅｅ， Ａｓｉ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５． 超高端筛选（ｈｙｐｅｒ －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指的是在某移居国的某个国际移民群体的平均教育水平（大学本科四年以上的学历）既高于移出国的平均水平，也高于移入

国的平均水平。



业和制造业，如硅谷的高科技行业创业。① 再如，在美国的印度移民群体同样经历了超高端筛选，
但他们拥有比中国移民更高的“移民前”财富，因而他们“移民后”也有更高的创业率。② 相比之下，
墨西哥移民大多是底层劳工，相当一部分未经移民法体系筛选、通过偷渡等方式入境美国，导致这

个群体呈现“超低端筛选”，即群体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既低于移居国的平均水平，也低于祖籍国平

均水平③。 正因为墨西哥移民“移民前”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来到美国后无法进一步积累更

多的资本，进而加大向下社会流动、融入底层社会的风险。 他们中间的一小部分人也投身创业，但
更多会局限于对资本要求不高的低端服务业和制造业，比如园丁、维修以及摊贩等。④

即使是同一移民群体，“移民前”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差异，也会影响创业者的行业选择。 例

如，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印度移民更倾向于在高科技产业创业，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印度裔移民

则更多地集中在旅馆业和加油站等服务行业创业。⑤ 此外，即使在同一行业创业，同一族群内部不

同个体迥异的“移民前”社会经济背景，也会导致他们在“移民后”掌握质和量均不同的各类资本，
这些资本不仅让他们在经营策略等方面有不同的考量，也让他们在雇佣员工、应对执法、汲取政府

和社区资源等细节上大相径庭。⑥ 在创业之后，不论是在芬兰开餐馆的华裔或土耳其裔移民，还是

在意大利信息产业创业的移民，都会充分调动各自的跨国资本来服务于他们在移居国的企业。⑦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移民企业家在“移民前”所掌握的各类资本多寡，“移民后”掌握各类资本的

多寡，以及他们基于不同国家的两个人际关系网络的社会嵌入，除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家本人

“移民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外，同时也受到移居国对其社会经济地位的认可以及对其性别和种

族身份的形塑所造成的交叉性影响。⑧

在中观层面上，本模型关注的是祖籍国和移居国分别建构的、但却因全球化而紧密联系的本地

市场机会结构对国际移民创业行为的影响。 对于国际移民企业家而言，全球化时代的祖籍国和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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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国的地方市场是在跨国场域中互动的，都可以既是消费者市场也是劳动力市场，两地的市场环境

变化都可能迅速地波及对方，影响对方的市场机会结构的有无和大小，从而影响到国际移民企业家

的创业行为。 比如，高技术中国移民在硅谷创业的增多不仅因为美国信息产业的发达以及风险投

资市场的完善，也有赖于美国劳动力市场为留学生提供了就业创业的机会以及中国消费者市场的

蓬勃、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和“工程师红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① 全球化对国际移民创业的影响不

仅体现在高科技这类比较“显眼”的行业中，即使是看似高度本地化、“在岸”的低端服务业中，两地

市场因素跨国互动的影响依旧不容忽视。 我们在纽约华人移民美甲店的研究发现，该行业的劳动

力供应不仅受到本地的劳动力供给关系的影响，也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 例如，过去华裔

经济的廉价劳动力主要来源于侨乡的亲属移民和低技术移民，但由于侨乡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普遍

提高，以及国内职场的就业机会多元化，使得许多侨乡青年掌握了超出在纽约从事低端服务业所需

要的技能，致使他们中的一部人选择留在中国从事与知识技能更匹配的专业性工作，而非去美国从

事回报更高的低端服务业制造业工作。 此外，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让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可以在

子女留学上投入更多资金，也就让过去以临时工身份参与服务业的女留学生退出了该行业的劳动

力市场。② 因为祖籍国市场因素的变化而影响移居国移民创业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国家。 例如，
在比利时，著名珠宝首饰之都———安特卫普（Ａｎｔｗｅｒｐ）的印度移民创立的钻石公司生意的好坏直接

或间接地受到印度钻石业商业模式变迁的影响。③ 在意大利，濒将衰败的普拉托（Ｐｒａｔｏ）地区制衣

业由于中国新移民和中国资金的进入得以复苏，使“快时尚产业”得到迅速发展。④

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国际移民创业者所面临的影响源有时候甚至超出祖籍国和移居国两地，比
如，肇始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大衰退、邻国荷兰同类市场的饱和，共同导致大量中国移民涌入比利时

荷语区开办薯条店，以至于在 ２０１２ 年“华人薯条店”（ ｆｒｉｅｔｃｈｉｎｅｅｓ）成为当地年度词汇⑤。 而意大利

华人在制衣业的发展不仅重塑了意大利当地的产业格局并间接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华裔经济的发

展。⑥ 另一项研究发现，越南裔移民在英国创业同时，也与德国、波兰、捷克等国家的越南裔移民社

区相关联，使劳动力、资金、供应链等要素在多国多地市场重新分配。⑦ 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对地

方产业类别和行业岗位的重新分配使经济发达的移居国形成了以高端和低端服务业为主的沙漏型

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加剧了发达国家对高技能移民的争夺，另一方面也吸引了大量低技能移民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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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从事当地人不乐意从事的工作，因而同时也给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国际移民带来不同的

创业良机，所以在研究国际移民创业的时候必须关注境外、特别是祖籍国市场因素的影响。①

在宏观层面，本模型聚焦于移居国与祖籍国的制度环境和宏观经济态势对国际移民创业的影

响。 任何有可能影响到企业家创业行为的国家和地方政策法规都是动态因素，而这类因素的变动

可能来自移居国和祖籍国任一端，而且经常会来自意想不到的、看似与国际移民创业本身没有直接

关系的制度领域。 如何发现这些有着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政策和法规，有赖于研究者深入扎实的调

研并对田野数据进行抽丝剥茧的细致分析。
以往的国际移民创业研究更多着眼于移居国移民政策和法规。 比如，美国的《排华法案》对

“商人”身份的豁免条款催生了华裔社区的聚居区少数族群经济，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计

划大大地推动了国际移民创业，奥地利政党制度演变所带来的国际移民政策改革在接收更多国际

移民的同时也刺激了国际移民创业，澳大利亚政府在多元主义政策主导下设立了新的国际移民创

业项目，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吸引了大量周边非洲国家的移民前来创业等。② 但是，进一步的观察会

发现，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移民创业越来越受到境外，尤其是祖籍国制度因素的影响。 上文提

及的比利时华人薯条店行业，其兴起不仅受到比国国家政策和地方法规的影响，如免除薯条店店主

提供厨师学历的要求而大大降低创业门槛，也受到来自比国以外的政策影响，如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欧

盟移民政策的放松以及英国的小企业附加税豁免政策的制度影响。 而比利时近年来受欧盟影响而

变得日趋严苛的税收政策、卫生政策、食品安全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却又抑制了国际移民企业的

继续发展，有些学者预测 ２５％的薯条店将会消失。③ 同样，意大利普拉托地区华人制衣业的兴起背

后是中国改革开放搞活国内经济、放松国际移民管制让温州移民有机会前往欧洲等政策因素，而其

衰弱也与中国 ２００１ 年加入世贸组织（ＷＴＯ）以及 ２００４ 年中国取消纺织和服装产品转口配额制度

有关。④ 我们在美国纽约华裔美甲店的调研中也发现类似的境内外政策的交互影响。 比如中国政

府近年来推行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计划，对出国留学旅游的政策放松，美国延长中国游客短期

赴美签证有效期都影响了美国低端服务业的劳动力供应；而近年来赴美的中南美洲难民激增所产

生的公共资源挤出效应也延长其他国家移民申请者的审批时间，加大了中国移民赴美从事低端服

务业的难度。 再如，欧盟东扩也让散居在东欧各国的越南移民及其后裔有机会前往英国，并刺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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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越南移民创业。① 此外，在高科技领域，中美近年来双边关系恶化导致中国投资者在美投资

锐减，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人高科技企业的怀疑和警惕，让硅谷的华人高科技创业者面临难以

预料的困难。②

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莫过于 ２０２０ 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追捧的视频通信

软件 Ｚｏｏｍ。 自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下旬开始，不仅英国等政府机构以国家安全为由禁用该软件，像 ＳｐａｃｅＸ
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和部分高校也纷纷将其加入禁用的行列，西方舆论认为 Ｚｏｏｍ 创始人的华裔身

份则和这些安全顾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③ 虽然有学者认为国际移民在抵达移居国之后会逐渐

从祖籍国的宏观社会结构中“脱嵌”（ｄｅ⁃ｅｍｂｅｄｄｅｄ），其创业过程在初期和中期不再受祖籍国影响，
而只有一小部分国际移民创业者会在移居国站稳脚跟之后选择重新靠拢（ｒｅ⁃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祖籍国④，
但是我们依旧认为即使在全球化退潮时期，国际移民创业从一开始就会受到来自境外，尤其是祖籍

国制度环境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并行嵌入模型从移居国和祖籍国两国（甚至多国）三层的结构框架中考虑

影响国际移民创业的因素。 至于哪些因素可以促进或者阻碍国际移民创业，不仅要看这些因素的单

一作用，也要看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 比如，同样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高技能中国移民投身高端

服务业的创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于低技能华人移民栖身的低端服务业的创业则有明显的抑制

作用。⑤ 同样，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同一行业的国际移民创业的影响也截然不同。 在 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促使更多温州移民投身意大利快时尚产业；而自中国入世以后，意大利的华

裔快时尚产业则纷纷转型或回迁，结果导致该行业的衰颓。⑥ 此外，很多国际移民创业的兴衰往往还

不止受到祖籍国和移居国两国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区域性经济结构重组、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以及

全球经济的变化的影响。 而这些影响也并不是某个“因素”对“国际移民创业”的单向影响，国际移民

创业本身也会产生溢出效应去影响其他层因素的互动，甚至会反过来左右对其施加影响的“因素”。
因此，并行嵌入模型在国际移民创业的实证研究中，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挖掘潜在的可能因

素，在不断地验证和修正中更趋完善，以利于更全面深入地解释国际移民创业的机制和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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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与结论

通过梳理国际移民创业研究的理论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条清晰的轨迹。 最初

的理论和模型 ——— 少数族群经济理论和竞争劣势理论 ——— 是“单层”（ｕｎ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理论，主要

聚焦于解释为什么国际移民比本地人更热衷于创业，为什么自雇率在不同国际移民群体之间存在

显著的差异，国际移民企业家的族群身份如何影响他们创业的结果等。 这些理论有的时候单独使

用，有的时候同时使用。 瓦丁格等学者后来将这些“单层”理论整合为“双层”理论，强调国际移民

社区“族群资源”和主流社会“机会结构”两层之间互动所体现的“族群策略”。 欧洲学界的克洛斯

特曼等学者则沿着双层互动模型的思路，提出了“三层”混合嵌入模型。 虽然这个模型在后来的研

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但该模型无法与跨国主义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相契合。 本文对国际移民创业研

究的理论贡献在于突破混合嵌入模型的局限，借鉴了跨国性企业的研究成果，采用了跨国主义的视

角，把分析的重点置于移居国和祖籍国三层结构的互动之中，提出了并行嵌入新模型。
然而，并行嵌入模型尚在发展中，对于一些重要因素的考量和控制还需不断斟酌，在未来研究

中有些地方值得关注：第一，并行嵌入模型应该关注国际移民群体内部人口结构的变化。 未来的研

究者应当在考察国际移民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同时，也要考察种族和性别等人口因素的对创业

的影响。 这些人口因素不仅在微观层面发生作用，也在中观乃至宏观层面发生作用。 以性别为例，
如果一个女性国际移民在微观层面因受祖籍国或族群文化所限制而不被鼓励参与就业，在中观层

面面临来自职场的性别歧视（如一些金融机构要求女性必须通过男性亲属方能贷款的规定），在宏

观层面政府不保障女性的受教育的平等权利，都会对女性国际移民创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影

响①。 因为移居国和祖籍国的社会环境不同，同一个女性企业家在不同国家很可能面临不同的困

境。 例如一个从中东国家来的女性在美国可以独自经商营业，但在自己的祖籍国可能连车都不准

开。 此外，性别角色也会因为移民他国而产生很大变化，女性在国际移民创业中的作用亦日渐凸

显。 同样，种族也会对国际移民创业产生多层次影响。 微观层面，被种族歧视的国际移民群体积累

各类资本的难度更高；中观层面，国际移民企业家面临更少的市场机遇、更少的企业经营策略、更高

的经营成本，结果无法和本土企业家公平竞争；宏观层面，种族主义会从监管法规、市场准入门槛、
履历与职业的不匹配等各个方面影响国际移民创业和企业经营发展。 而这些种族主义的结构性障

碍同样会影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国际移民群体乃至土生土长的国际移民后裔。②

第二，并行嵌入模型应该关注移居国和祖籍国政府政策、法规以及实施和执法的变化。
国家本身不应被视为一个同质性整体。 在现实政治中，许多国家通常有两个乃至多个政党参

与各级别的政治活动、推行相互竞争且彼此矛盾的政策，这些政策、法律和法规的变化会影响

国际移民创业的能力和意愿，甚至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再者，政策和法规的具体实施办法和

执法也会影响国际移民创业。 还有，任何制度都是由正式规则（如法律、法规、政策和具体实

施办法）和非正式规则（如利益团体、政治献金、舆论施压、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司法挑战和非

成文惯例）所构成。③ 未来移民研究者应该对这些影响因素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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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并行嵌入模型应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经济结构性重组。 正因为每个国家都通过贸易、
战争、外交、非政府组织活动和其他各种方式交往而置身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网络之中，所以全

球化进程自然会影响到国际移民企业家所面对的市场机会结构。① 我们认为，全球化对国际移民

创业的市场机会结构有三点影响。 一是通过跨国公司和跨国性企业的经济活动在不同国家间重新

分配就业岗位和生产环节，为穿行于两国或多国的国际移民企业家创造了更多经济机遇。② 二是

全球经济结构重组深刻地影响了国际移民企业家的经营和劳动力的供应状况。 交通和通信设备的

技术进步，国际移民网络的扩张，世界贸易的发展，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普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广

泛认可，以及跨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涌现，都可以大大降低跨国跨境流动的社会、经济和情感成

本。③ 三是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促进了跨国性企业家的涌现。 作为国际移民企业家的一个子类，
跨国性企业家能够充分利用他们在移居国和祖籍国双边的商业关系来促成跨境的商业活动。④ 上

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都有待更深入研究。
第四，并行嵌入模型应关注时代背景对制度环境变动的影响。 比如美国华裔餐饮业和洗衣业

的出现最初是为了应对《排华法案》这一特定历史产物的无奈之举。 而二战期间中美结盟导致《排
华法案》的废除，也为美国华裔的向上社会流动开辟了新途径。 １９６５ 年的《移民与归化法案》的颁

布则部分是因为冷战时期美国为了在国际上应对苏联对其之前国际移民体系存有严重种族歧视的

指控，希望以此增强美国对新兴独立国家的吸引力。 而如今国际移民创业的兴盛，也被认为给里

根 －撒切尔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叙事提供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论据”。⑤ 跨国性企业井喷的背后

则是过去四十年突飞猛进的全球化。 因此，未来研究者在运用并行嵌入理论模型时，不可以忽视时

代背景因素在各个层面的影响。
１９８０ 年代以前的国际移民输入国，基本上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因此有关国际移民创业的研究，

基本上是研究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移民创业活动，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色

彩。 但随着东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国际移民全球流动的去向也变得更加多元，西方国家

已经不再是唯一受到欠发达国家移民所青睐的目的地。 因此我们认为，国际移民创业理论的建立

和实证研究，也应淡去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以便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国际移民大国和新的国际移

民输入国。 而国际移民流向的多元也不会改变国际移民本身并行嵌入于多地多重社会结果的本

质。 以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海归移民创业的现象为例，以袁志勇教授团队为首的不少国内学者就发

现了这一群体的“双重网络嵌入特征” ⑥，既嵌入“东道国当地的网络”，也嵌入“海外网络”。 但这

些研究并没有更清晰更完备地论述这一多地、多重的并行嵌入现象，也因为更多地关注市场和技术

层面的嵌入而忽视了政治政策大环境的影响。 而一些管理学研究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则缺少跨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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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而且也过于关注高科技企业，其模型对于移民创业，特别是低技术国际移民的创业的应用性也

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①

我们认为，并行嵌入新模型不仅可以运用于传统的发达移居国的国际移民创业研究，也可以运

用于新的移居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移民创业研究。 例如，进入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移民数量

近二十多年来逐渐增加，到广州和义乌经商的非洲和阿拉伯商人尤为显著。② 这些国际移民企业

家和他们的企业也大都符合传统定义的“移民企业”。 并行嵌入模型还可以运用于解释国内流动

人口创业的现象。 例如，农民工创业是一个普遍现象，既有农村人进城创业，也有进城务工人员返

乡创业，还有少数民族成员在城乡创业。 在中国的创业大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边缘人群或弱势群

体，是“边缘人群”在“社会边缘”发起的“边缘性经济活动”。 这与欧美的少数族群和国际移民创

业的现象非常相似。 之前已经有国内学者将克洛斯特曼的混合嵌入模型应用到农村人口进城创业

的研究中，未来我们希望能有学者运用并行嵌入模型去探讨这类同时嵌入于城乡两地多重社会结

构的流动人群的创业行为。③

随着全球移民格局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变，国际移民创业现象也会在越来越多的移居国出现，并
行嵌入模型的应用性亦将日益广泛。 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会认识到这个模型的潜力，在运

用这个模型去从事实证研究的过程中使之得以修正和发展，进一步推动国际移民创业的实证研究。
同时，并行嵌入模型与其他理论相结合，将大大拓展其应用范围，从而跨越国际移民社会学的视域，
丰富该模型在实证研究中的可行性和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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